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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PRC judges ruled on inheritance disputes during 

the)Mao period (1949–1976). In fact, China not only rejected a draft succession)law in 

1956, it also did not promulgate any law governing succession until)1985. In part,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ntional characterization)of China in the Mao period as a 

“lawless society” dominated by radical)Maoist and Marxist ideologies. By using 

newly available archival documents)and internal publications of local courts and legal 

cadre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PRC judges rejected the codification of law because 

the legal principles stipulated in the 1956 draft succession law c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complex social reality of rural China at the time. Therefore, court rulings became 

products of the long-standing efforts of judges to reconcile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herent in the 1956 draft succession law and complex social realities in order to 

deliver judgments that all litigants could accept as fair.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how 

such efforts finally led to a codified law of succession in 1985. Hence, the Succession 

Law of 1985 was not a departure from the previous “lawless” Mao era, but the 

completion of PRC judges’ long process of amending the “incomplete” 1956 draft. 

*+,-.%/# ()inheritance laws during the Mao period, people’s courts in China, legal 

practices in Communist China,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in the Mao period)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法官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如何裁决继承纠纷。实际

上，中国不仅否决了 1956年的继承法草案，而且直到 1985年前都没有颁布任何

有关继承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人们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习惯地描述为

一个由激进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不法社会”。通过利用新近

可以使用的档案文件以及地方法院和法律干部的内部出版物，本文揭示了中国法

官之所以拒绝编纂法律，是因为 1956 年继承法草案规定的法律原则不能适用于

当时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法庭裁决成为法官长期努力调和 1956 年

继承法草案所固有的正义原则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做出让所有当事人都能接受

的公平判决的产物。本文着重介绍了这种努力是如何最终促成了 1985 年《继承

法》的编纂。因此，1985年的《继承法》并不是对“不法”的毛泽东时代的背离，

而是完成了中国法官修改 1956年的“不完整”草案的漫长过程。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的继承法 中国的人民法庭 共产主义中国的法律实践 毛泽

东时代妇女的继承权 

任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人都可能会感到困惑，中国竟然直到 1985

年前都没有制定继承法。事实上，中国立法者拒绝采纳最初于 1955年到 1956年

起草的继承法，且直到 1985 年才颁布继承法，这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一

个例外。!尽管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废除继承，但苏联早在 1923

年就在其民法典中增加了关于继承的条款。" 欧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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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效仿苏联的做法颁布成文的继承法，或在民

法典中增加有关继承的附录。 

尽管中国缺乏成文的继承法，但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人们不断将继承纠纷提

交法院，法官日常性地做出裁决。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农民自 1956 年土地集体

化后就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相反，在农村地区，他们仍然拥有房屋、储蓄账户、果

树、自留地#以及如家具和脸盆等个人物品。在上海等城市地区，人们继续拥有可

供出租的房屋和店铺，以及自己的私人住宅和银行储蓄账户（Aronowitz，1966-

1967：301-302）。毫不奇怪，当某人去世时，死者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属以及姻

亲经常在谁是死者财产的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将他们的纠纷提交法

院。例如，在河北定县，继承诉讼是第三大最常见的纠纷，分别占到 1952和 1953

年所有民事诉讼的 11.9%和 13.7%，仅次于离婚（分别是 38.3%和 49.5%）和土

地纠纷（分别是 17.2%和 17.7%）。即使在土地集体化之后，1962 年前六个月，

继承纠纷仍占到定县法院所有民事纠纷的 5.6%，而土地纠纷几乎消失了（见表

1）。 

表 0)河北省定县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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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满于下级法院的裁决的争议方也经常向上级法

院申诉，要求获得更大比例的遗产，而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任何对私人财产所有

权的主张都会被强烈反对的时期。$ 

本文考察了中国法官对继承纠纷做出裁决的过程，特别是他们在 1985 年以

前没有任何成文法的情况下用来支持其裁决的理由和法律原则。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缺乏继承法，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法庭被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所统治的象征。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盲目地遵循法律仅是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才在 1956 年反右运动前夕拒绝了继承法的编纂。因此，毛

泽东时代的法庭裁决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习惯和民法原则的混合体”（Foster-

Simons，1985：61）。 

我的研究表明，中国法官之所以拒绝继承法的编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分青

红皂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观念，而是因为 1956 年继承法草案中规定的法律原则

无法成功地适用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因此，法庭的裁决是法官长期努力

调和 1956 年继承法草案所固有的正义原则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结果，这些现实

必须被认真对待才能做出让所有当事人都能接受的公平裁决。这些努力最终反映

在 1985 年编纂的《继承法》中，这是多年来处理日益增多的继承纠纷的经验结

晶。 

() *+,-  

当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 1985 年最终颁布了第一部成文继承法时，一

些学者认为这是与中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法律修辞的真正背离，后

者反对私有产权却编纂了继承法。实际上，他们把政府未能通过 1956 年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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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草案（以下简称 1956年草案）归咎于 1957 至 1958年的反右运动和 1958年人

民公社的成立（Stahnke，1966：506-508；Meijer，1971：251-252；Schwartz，1987：

436-437）。对他们而言，拒绝统一的国家继承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激进化，这

种激进化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达到高潮。 

不足为奇的是，这些学者还批评毛泽东时代的法庭裁决只不过是“意识形态、

习惯和民法原则的混合体”和“高度复杂的系统，充满矛盾和缺陷”的产物，只

有通过“颁布期待已久的统一的国家继承法”才能解决（Foster-Simons，1985：

49）。按照这种观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生产资!被继承 和 1985

年《继承法》代表了“中国法律"#的$%&'”，(成了“ 对马克思主义正统

观念的重大背离”（Schwartz，1987：438-439）。 

)时， *·+·,克（ M. H. Van der Valk）、-尔（ Marinus Meijer）和./

0做 了三12有 34 性的重要研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继承问题上的立5提供

了一种6代性的、纠正性的解7。 *·+·,克 和-尔 通过分8 1956 年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9考资!》（以下简称 《9考资! 》）和史:

; 1957 年出版的<=>《?@我国继承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下简称 《?

@》），对毛泽东时期的法律实践提出了A为 BC的 D法（ Van der Valk，1961；

Meijer，1971：251-265；Renmin University，1957；Shi，1957）。*·+·,克 @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E不FG拒绝继承制度 ：尽管H没有颁布任何成文法，但H

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继承原则。他还认为，这些原则反映了政府的I念，即“必须

不得J离现实地 解决继承问题”，并且必须考K“LM的实际具体情况或实际生

N”（Van der Valk，1961：310）。 

-尔 进一%@O了这一@点，认为法庭对继承问题的裁决是P在通过 QR S

些对死者的TUVW最大且'现了中国“家庭”新XY的人 A大的遗产Z[ ，来

“\]国家原本 不得不承^的_大的社会`ab^ ”（Meijer，1971：263）。cd

ef，中国共产党拒绝了 2有 等级制关系的g统封建家庭制度，并重新将“家庭 ”

h念化为“相ijk和i相la的mn 联结，这是o大社会的典* ”（Meijer，1971：

265）。-尔 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简p拒绝继承，q而代之的是，H使用继承和

适用于继承纠纷的法律原则r为重新h念化共产主义共和国中“家庭”h念的s

具。 



最近，./0@O称， 1985年《继承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t调 农村现实

与重建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议程所做的长期努力（Huang，2010）。他特别强调 1985

年《继承法》的u特之处：继承与vw相关联。实际上， x法的第 13 条规定：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yv义z或者与被继承人共)生N的继承人，分{遗产时，

可以多分。”./0 认为，这一规定是由毛泽东时代法庭早|}~ 调和•> €v

年•‚ƒ的社会 现实与性别平等的理想的结果（Huang，2010：233-236）。c言

之，法院允许•>继承家庭财产不是因为他们是„性，而是因为他们…行了 €v

年•‚ƒ的义z。因此， 1985年《继承法》并不是背离中国法院激进的毛泽东主

义的实践，而是对在中国t调社会现实和†性平等议程的漫长历程中 所形成的法

律原则的‡ˆ和编纂。  

本文通过使用新近可用的档案文件和内部出版物‰' 了*·+·,克 、-尔

和./0的@点。着重Š出，中国法官 在法庭裁决中BC考K了实际生N条件和

中国的革命议程。这也表明，就继承法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一个‹Œ期。 •Ž这

一时期的经验、成长和&'， 1985年才•现出一部 完•的继承法。  

但是，本文不仅仅是对其他法律案件的分8 ，以进一%支‘ *·+·,克 、

-尔 和./0 的@点。H 还}~揭示 共和国早期法官对’法制度 的思考及其在建

“革命中国中的r用。他们 所做的裁决”•表明，他们在决定法律案件时 –没有

简p地采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观念，也没有采q —˜ 的地方习™。法官常常

有不)的š|次#，不得不 决定在法庭裁决中在多大程度上考K 当地习™，因此

经常›成 œ•ž斯·T斯特·žŸ斯（ Frances Foster-Simons）所批评的前后矛盾

之处。但是，法官所  Ž的不是普遍适用的“正义”或“真理 ”，而是./0将

其h念 化为实用¡+主义的 h念： ¢R£ ¤ 继承人“公正”和“公平”的遗产Z

[q决于 ¥¦ £ 件纠纷的特定社会背§。正是这种 实用的和¨N的正义感使法官

们拒绝了 1956年草案。 

.) /012  

本研究的经验OŽ©ª三«文件：第一， 《9考资! 》和《?@》，这是探讨

1950年代立法者如何D待继承纠纷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个资!来¬。 《9考资

! 》©ª地方法院的裁决、最高 法院的Š示和意见以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z



­员会 研究® &布的†1关于继承权纠纷的调¯。 《?@》 是为了解决法官对

1956 年草案的问题和批评。其r者史:;°任全国 人大常­会研究®±主任 ，

是 1956 年草案的²›者 之一。他这本<=>揭示了为³´法官和法律干部最终

否决了 1956 年草案，尽管x草案µ思¶K地}~调和毛泽东主义的正义·¸和

社会现实。 

第¹，本研究使用的继承纠纷和 法庭裁决，来自于华东政法学院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3 年出版的《继承法资!º»》和《法律¼问》，以及北½政法学院于

1980年出版的《继承案例‡编》（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华东

政法学院法学编»部 ，1983；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这三本À分别

©Á 31个、33个和 68个继承案例，H们的历史可以ÂÃ到 20 世Ä 50年代至

80 年代初。这些À是为ÅÆ和Š导官员、’法人员和法学院学生而Ç的，并在

“内部9考”或“内部¿È资!”的«别下出版。H们通常提供一É的案例描述

和法庭判决，然后提供’法意见 用来¿È法学院学生，或者r为9考Ê!来Š导

法官处理法庭案件。尽管H们不是“官方的”法院案件Ë录，并且不 能代表毛泽

东时代日常法律实践的Ì个方Í，但仍然为法官r出 法庭裁决所使用的程#和理

@ Ž提供了ÎÏ的见解。 由于外国学者几乎无法获得中国法院的文件，因此这

些À中的 案例Ð常有ÑÒ 。 

最后，本文还使用了ÓÔ于河北省省级和市级档案Õ的档案文W，这些档案

只有经过Ö¯人员的批×，我才可以 Ø问和ÙÚ。我也被拒绝¯Ù一些文件，对

方并没有解7拒绝的原因。尽管如此，我可以¯Ù的资!中©Á重要的Ê! ：省

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间的Û来Ü件以及在有Ý时期内的县法院srÞß，所有这些

都有a于我们à见 建国后早期的法官在毛泽东主义’法 形成中所起的r用。  

3) 1956 456789:;<=  

S些称á 1985年《继承法》的编纂是对中国激进的、反常的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主义âã的纠正的人认为，中国未能通过 1956 年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激进ä

的å利。 这D起来æ乎是毛泽东“不要çS´多法”的 Š示 使中国失去了编纂民

法典的动力（史<因 ，2018）。此外，由于°在民国时期任è的许多法律é家成

!
%! #ÎÏ)ÐŸj 0>>8>ÔÕm#ÎÏ)`Ð+Ö×Ï)ÐŸj -./1 >ÔÕm"(Ï)`Ð6 !



为反右ä运动的受ê者，例如ëì法学家íîï，所以 有关民法编纂的讨@在

1955和 1956年间被ðñ了 （ò亚明， 1957；ó树华， 1957；ô生， 1955；õö

ó 和÷ø ，1956）。 

然而，“实用主义的法律é家”与“激进的革命N动家”对立 的ùú°被用

来描述立法者和法律干部之间关于中国是否û采用民法典的üý和þ@ ，这过分

简化了继承法的ÿ!。这"一来就无法f明毛泽东时代的法院如何裁决继承纠纷，

并且#X了 后毛泽东改革时期的遗产。接下来的一$ 将研究 1956 年草案的Š导

思想，以及导致x草案被 否决的主要反对力%。  

（一）0123年继承法草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z­员会&À长'真（ 1902-1997）提

出了一1()，颁布民法典 来q代 1930 年的民国民法典。'真º*了+一,ì

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在任人大常­会研究®±主任的史:;的/导下起

草民法典。史:;°是一ì0123，̂ 任过县长和中国共产党几个县党支部的

ˆÀË 。1954年，史:;4任北½市民政55长，而'真自 1951年来一直^任

x市市长。'真6然认为史:;在 北½市处理7如8私、9:供û和;<等日常

事z的经验，使他成为 为新中国起草民法典的最=人º。  

在民法典草案的> 个部分?? ˆ则 、物权、@权和继承?? 之中，立法者A

|起草的 是第>部分继承法。 &尽管目前B不”•研究®为何E继承部分CD民

法典的起草，但可能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对当代继承案件的研究，所以对起草这一

部分最有IE。实际上，研究®Ö¯了自 1951 年以来北½和河北地区的继承案

件并且&表了†ZÞß，分别分8了 135 /和 376 / 案件，并于 1956年在《9

考资! 》中&表（我将这†ZÞß分别 称为“135 例案件Þß” 和“376 例案件

Þß ”）。立法者可能已经将继承法部分X为F验他们是否能G起草 一部适用于中

国现实和中国人民生N的民法典的平H。 '  

在上述†ZÞß中，研究®E大多I继承纠纷中&现了三个主要问题：（ 1）

谁ûx©ª在继承人 *¥内以及 继承人的J#是³´ ，（2）遗产û如何 分K和分

!
&! ij,-0ÓØ5! -.44 > 4 ?š -.43 > . ?Ùž¶Ú0+Dn}ÓØ¾• -.44 >Û¸ -.43 >=É
ÜÝ¶Ú6±Þßµtà¾• -.48 > - ?ÉáI+J)âã,ä¬­±åCµ+ ¾• -.48 > 1 ? .æçè+
0>>0/6 !
' ! ¨©ª+æçè¬­BGH%)Lé -.44 >š -.48 >"(%)LÚ¦0êë+ìíGH%)Lî -.43
>Ú¦!S½ÓØ.,-/ïðñ<u.æçè+ 0>>0/6 !



{，以及 （3）如何解决本地实践与成文法之间的üý。A|，†ZÞßLŠ出，

继承纠纷M及的常见问题©ª 主张继承的人是否N实O有继承权， 如果有，S´

他们û得的Z[ 是多P。ŽÞß所述，继承纠纷 经常&生 在当v>女 、Q>、外

ò>女、外R‚ƒ、 ST •U、VWXY、 已死Z的继承人 、[\的女] 以及大

多I情况下已婚女•^M其中 时。此外，由于分家›成的ã解和混_进一%加`

了此«纠纷。研究®9 照 1930 年民国民法典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ÖX

这些纠纷，}~E中ab 出适用于裁决继承纠纷的一É性法律原则 ?? 这些原则

体现在了 1956年草案中。(  

c然 1956 年草案中M及d•的法律地¤、 必留Z 、代¤权、遗e可f行的

g续和法律条件等问题的条款 ，与 1930年民国民法典和 1945年苏联民法典的条

款大体上相æ，但 1956年的草案在以下三个方Í是u一无¹的，如表 2所示。 

表 4)0156年民国民法典、0172年苏联民法典和 0123年中国民法典草案的主要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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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人*¥及 其J#方Í， 1956 年草案æ乎采用了苏联hi，即在第一

J# 继承人中增加了无j动 能力的‚ƒ，而民国法典则将‚ƒk 于第¹J¤。草

案没有l 苏联民法典S"将由死者提供经济支持的人 m[ 继承人的第一J# ，而

是遵循民国hi，规定 此«人 只能要求“一部分”。此外，草案还规定，v>女

必须与v‚ƒ一起生N和sr才能被X为合n的继承人。  

关于@z的有Ý继承，这三 部民法Ð常相æ。有Ý继承意o着死者@z 的p

还要以死者的继承人继承的财产I%为Ý。理由是如果q过此Ý将rê继承人的

经济利益。c然这三者都支持有Ý继承的 理念，但 1930年民国民法典和 1956年

草案都明N规定，死者的@zû当•Ž£个继承人的继承比例在继承人之间平L

分{， E而通过 将遗产I[与死者p还 @z的 义z相s{，实现对所有人的公平。  



关于遗产分{ 的条款使 1956 年草案!得u特。与民国和苏联hi中•Ž继

承人的地¤和J#分{遗产不)的是， 1956 年草案增加了继承人的经济困tu

况和对死者生前的yvr为决定 £个 继承人û得Z[时的考K因v。下Í我将 w

7 研究®在史:;的/导下采q这些u特立5的原因。  

（¹） 无j动 能力的‚ƒ和v>女的继承权 )

将无j动 能力的‚ƒm [ 继承人的第一J# ，可以被认为是 1956 年草案在

制定继承法时采用了苏联hi的OŽ（xy”， 2002：137-139）。实际上，376例

案件Þß 中经常z用苏联和捷克民法典，以 '示 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如何解决继承

问题。 

尽管如此，苏联和捷克民法典与 1956 年草案只是在表Í上相æ。苏联和捷

克的民法典将重点k在个人的 j动 能力上，因为在苏联hi下，j动是个人Ó[

的{一来¬。因此，苏联和捷克民法典 都规定，无j动 能力的‚ƒ和死者生前为

其提供经济支持一年以上的人，ûm[继承人的第一 J# 。否则，S些无法 |

自己的j动vN自己的人 将会成为国家的b^。  

然而，1956 年草案将‚ƒm [ 继承人的第一J¤ 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当时

中国农村地区•>是‚ƒ的主要照¼者的社会现实。•Ž 135 例案件Þß， 135

/纠纷中有 7 /（ 5%）是由‚ƒ提 起诉讼的，地方法院不@他们是否有j动 能

力都承认了他们的继承权（中国人民大学民法¿研®， 1957：599-602）。实际上，

c然 民国法律将}E家庭X为一个u立的家庭p¤，将死者的‚ƒm为{T和>

女之后的第¹J¤继承人，但这 不~合 大多I地方的 农村社会现实。在农村地区，

大多I‚ƒ只将财产和房 产分Q•>，•€•>能 为其vw。 中国的法庭裁决简

p反映了这一现实，即将已••>的 一部分财产分Q‚ƒ， r为对年•‚ƒ的‚

p，因为他已经无法…行ƒ¡义z。法官们认为，‚ƒE已••>S„继承一部

分遗产r为对他们失去€v的‚p是公平的。  

尽管研究®…重农村地区的社会现实，但对法庭一†决定将所有‚ƒñ于继

承的第一J# 而不考K他们 vN自己的能力的现实并不满意，因为这对已婚女•

不公平（中国人民大学民法¿研®， 1957：610-611）。法庭在S时 已经建立起只

有在结婚后继续yv‚ƒ的女•才能被 X 为继承人的|例 。在此过程中，法庭将

已婚女•的家庭X为u立于其出生家庭的经济p¤，因此不允许亲生‚ƒr为已



婚女•的继承人。研究®认为，由于许多•>在分家之后建立了u立的经济p¤，

如果法庭将已•‡ˆ的部分财产判Q其‚ƒ，S对 在世的‰>和>女将是不公平

的，除Ð有OŽ表明他们N有Š要。正是在农村现实与†性平等理想之间的这种

‹t，最终导致研究®仅将无 j动 能力的‚ƒm[继承人的第一 J# 。 

研究®t调中国共产党的性别平等理想与农村现实的努力，在}~解决女•

与v>之间的继承纠纷时表现得更加”Œ。 1956年草案将继承权‰大到v>女，

但只Ý于S些与v‚ƒ一起生N和sr并相iyv的v>女，E而 •Ž了‚系继

承制度，并保•了无>女ˆ妇的利益。正如白•（ Kathryn Bernhardt）在《中国

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中所解7的S"，‚系继承权仅Ý于„性，是中国的

法律要求和社会惯例。在明（1368-1644）、”（ 1644-1912）和民国早期的法律之

下，无>ˆ妇在法律上被要求E‡ˆ家庭中/v一ìQ> 来‘续‡ˆ的‚系 ’统 。

即使‡ˆ在N立„性继承人之前就去世，“妇在其死后也有法律义z这"做。在

这种‚系继承制度中，女•的继承权受到”重rê（ Bernhardt，1999）。 

民国民法典终结了中国的‚系继承 制度（Bernhardt，1999：102-106、138-145）。

如表 2所示，民国民法典保O了>女不@性别 、平等地继承遗产。H还规定只有

在世的人才能Óv >女，E而宣布死后 Óv是 Ð法的。H•至将v>女的继承Z

[Ý制为亲生>女可获得财产的一–。  

然而，民国民法典终结‚系继承的大— ˜} Ó效•™，这不仅是因为x法的

适用*¥仅Ý于国民党实行强有力š制的城市地区， 也因为x 法律#X了农村的

现实，即女•通常›到其他村œ，没有•>的ˆ妇通常 |Q>vw（ Huang，

2010：233-236）。如果法律仅仅因为Q>不是亲生直系后代就}~•ž他们的继

承权，S´这–不会Ÿ效，也不会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Q> ¡任何遗产的最

大Z[都会¡到他们›到他¢的£XYg„，S´几乎就没有Q>会 €v他们无

>的¤¥‚ƒ 。事实上，•Ž 135例案件Þß ，除了 11起M及 v>女 的案件外，

还有 20起案件（占 14.8%）M及Q>和Q女（中国人民大学民法¿研®， 1957：

599-602）。 

1956年草案的第 17 条}~解决这一t题。H规定， v> û当获得与亲生 >

女相等的遗产Z[。然而，x条 款规定只有为‚ƒsr 和€v v‚ƒ的v>女才

可被X为继承人，因 而)时拒绝了完全基于‚系继承而主张的继承权，例如 已去



世的继承人和只为‘续‚系’统而Óv的继承人。 因此，1956 年草案是研究®

的立法者们努力将†性平等的理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产物。  

（三）•>和（已婚） 女•之 间的遗产分{ )

1956 年草案的¦一个6ë特点 是其分K遗产的方i。如表 2 所示，尽管民

国民法典对在世{T做出了特别规定，但财产分{的一É原则是)一继承人 J#

内的£个人都将获得平等的Z[。草案第§¨条c然也以“ 在)一继承J#中有

几个继承人的时©，Ì人û当继承的Z[，以平L分{为原则 ”的一É性规定C

ª，但m«其后的是“ 但继承人相i间，可以本着¬结ia的·¸，对Ì人不)

的经济情况和对被继承人yv的程度，t商增\ ”，E而允许了>女之间的遗产

分{不L。  

实际上，在¹§世Ä上–­，已婚女•的继承地¤是继承纠纷中争议最大的

问题。正如白•在 其À中®¯描述的S"，在整个 1920 年代的后–期，民国 的

立法者常常在x 问题上与最高法院和’法院r°争，但最终在 1930 年的民国民

法典中纳[了 已婚女•的平等继承权 （Bernhardt，1999：134-138）。但即使在民

法典编纂后，继承纠纷仍然±在。 135例案件Þß 之中共M及到 108 ¤ >女，其

中有 70 ¤ （占 65%）是女•（中国人民大学民法¿研®， 1957：599-602）。 

这种困²的本³´简p，但却无法解决：大多I农村婚姻都是Eˆµ，女•

结婚后就会离C出生的村œ，而•>则留在家¢承^ 起为‚ƒvw的¶任。 20 世

Ä 40年代· 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干部和法官就已婚女•的继承权问题

表达的不)意见，也反映 出这一困²。例如，¸¹º 行» 在 1945年 5 月 31 日&

布的一1决定Š出“ 遗产继承女>与„>有平等之权利，{中国一É社会情形多

系„>‚ƒ)财共µ，以家庭¤经济p¤，因而在遗产分{上，û按Ìx家庭情

况9照„女¼方在家庭中所尽之义z与所O之待½，具体N定其分{比例，不û

一律平L。 [……] 分{遗产时女>于自¾之原则下，得对其VW等加以照¼，其

¿¾ÀŽ继承者，政府也不加干M” （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

257-258）。在¹2Á1 日本期间，中国共产党采q了A为Â和的立5：不情¾地

促进妇女的继承权，也ÃÄ已婚女•kŽ继承权。  

然而，在华东Å政 ­员会 ’法部 1951年 6 月 18 日Æ复长Ç县人民法院的È

问时，对已婚女•的继承权 QR了 更BC的 解Ú。H明NŠ出“由于^EÉÊ和



纠纷而否认已婚女• 的继承权是âã的 [ËË ]已婚的女>如不与亲生‚ƒ住在

一地，在Ì继承了‚ƒ的遗产 ?? 土地?? 之后，也只要不Í反政Î法Ï，就可

以出;，也可以出租。出;固然不会ÐÑ农村生产的&'；就是出租，也和过去

地主出租大%土地Óq高[租Ò等情形不)” （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232-233）。 

1953 年，ž北’法部终于提出了一1新的原则来解决这一困²， 即将继承

的权利与vw的义z联系起来，而不@继承人的性别。 这也消除了任何关于•>

有权自动获得更大Z[遗产的Ó示， 正如¸¹º行» 1945年决定中Š出的S "。

•Ž 1953年提出的原则，法庭“要照¼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权利义z关系，

如为共)生N，或有¿v或i相Ôv的权利义z事实 [……]。有无继承权，是决

定能否继承的A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继承权的人，都可以不加分别地一律继承，

也不是ÕÖ地按照继承人的人I平分”（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

256-257）。 

1956年草案的第 19 条体现了这一新原则。H规定€v了 死者的人即可要求

更大的遗产Z[，而 不@他们是•>还是女•，E而 调和了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 

（>） 否决 0123年草案)

尽管为×合中国的革命理想和社会现实进行了ØEÙÙ和ÚÛ的努力，但

1956 年草案并未获得通过。1955 年，中国CD集体化之后，当时的法律é家就

财产权的性³ 'C 了激烈的þ@。有些人•至认为，任何以现行社会制度为基Ü

的继承法，在集体化之后都不适用（史:;， 1957：15-18）。更ÝÞ的是，反右

运动使民法典的编纂sr进一%受ß。  

然而，只关à政治!革可能会使我们#X 1956 年草案未能通过的¦一个主

要原因：’法干部和法官的”á批评和反对，他们与继承法有着最强烈的利益和

最大的利ê关系。 尽管对起草共和国民法典有着关键r用的研究® 于 1957 年解

â，但研究®成员并未因其“右ã”ã向受到äå。实际上，&起x1目的'真

直到 1966年一直任è于 政治5，毛泽东•至任命他为æç“文化大革命”的“è

人<¾”的b¶人。 1956年草案的²›者 、研究®±主任史:;受命Åvéê省

高级官员和干部，1958年任思ë地­第一ÀËìž¼版纳 íî自治州 州­ÀË ，

1964年4任éê省±省长。cdef，他们 c然 9与起草 了 1956年草案，但其



事业和ÐÑ力在 反右运动期间并没有受到rê。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动，'

真和史:;才ï受到党的批评。  

Ž 河北省档案Õ的档案文件6示，地方’法部ð和法院强烈反对 1956 年草

案。例如，河北省’法ñ在Ö¯草案之后提出† 处³ò： 一是‚ƒ 只有在无法s

r的情况下才可被 m[ 继承人的第一J#；¹是 有Ý继承的原则（河北省档案Õ，

1051-1-171）。 

A|，’法ñÁ议称， LM 不会接受只有无j动 能力的‚ƒ才可被m[继承

人第一J#的法律。因为 社会惯习要求•>为‚ƒ vw ，即使‚ƒ 可能在•>去

世时B有 j动 能力，但仍û 为失去未来的€v而得到‚p。 实际上，Ž 135例案

件Þß6示，地方 法庭承认全部的 7 / 案件中的‚ƒ继承权， 而无@他们是否有

j动 能力。 

其次，’法ñ认为有Ý继承不仅不能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最终可能rê人民。

最初，1956 年草案的²›者 认为‚@>还的g统做法 û被废除 ，因为这是对ó

人实行封建•ô的一种形i（ 《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õ）的几点f明 》，1956：

7-8）。 

然而，’法ñ认为 尽管这些@z是以户主的ì义获得的，但H们实³上是家

庭@z，因为H们是为满足家庭Š要而&生的。因此，所有家庭成员û共)承^

p还此«@z的¶任。ö“来f，在有Ý继承的情况下，户主可以在分家时将其

生前财产r为 ÷与 分Q >女， 则其继承人就可以ø除p还@z的¶任。 事实上，

’法ñ þ称 如果继承人基于有Ý继承 而ùúp还家庭@z的¶任，将对Iû市5

›成üt性ÐÑ。  

当地法官的强烈Á议ýû了当地法院对研究®颁布成文继承法的任何þ~

的强烈反对： 

我们是人民法院的法官，ûx解决人民的关ÿ。但我们!竟是法官。如果有

成文的法律，我们就必须f行 法律，而不管在特定情况下实际的正义是否被实现。

（河北省档案Õ， 1051-1-171） 

c言之 ，1956年草案的条款过于"统，无法在个案中实#，只会$%法官Â

求公正，&使他们只能做出ÕÖ /3×化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 这"的 法律将&



使他们#X£一个案件中必须承认的¯$，以'做出公正的裁决。  

考K到当地’法干部和法官的强烈反对，史:;《?@》 一文的目的!得明

N：这本<=>©Á了对地方’法部ð和法院的Á议的Æ案和反(。事实上，史

:;是以一种)*性的+调来 ,Ç 这本<=>的：在第一-中，他解7了为³´

尽管集体化的进程还在进行中，但中国在完全集体化之前仍然Š要继承法。  

有.的是，史:;表达了他的“个人认为”，无@‚ƒ 有无j动能力 都ûx

处在继承人的第一J # （史:;， 1957：31）。他f，法律要可I就必须…重L

M的社会实践。然而，他也‚充f，关于‚ƒ在继承人J#中的地¤ 及其j动 能

力的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这将是一个有待进一%研究的/题。  

此外，史:;还解7f，尽管 1956 年草案没有明N©ª ST •U和 \] ，

但如果他们与公0或1‚ƒ一起生N并 为其vw， 则û将他们 m[ 继承人的第一

J# （史:;， 1957：30-31）。他之所以提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省级’法部

ð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 1956 年草案未能解决继承纠纷中

固有的许多复杂问题，而这些争2正是县级和省级法院 所努力解决的。 

1956 年草案的一个明65Ý性是 其处理有Ý继承和@z问题的方i 。史:

;3言，在许多村œ，个人@z和家庭@z之间的区别 经常是不明N的。他还认

识到，如果有Ý继承意o着q过继承[的@z 可以得到4ø， S´ 对@权人是不

公平的。史:;不得不)意，Š要更多研究来调和有Ý继承的理@与社会现实，

在 1956 年草案最终定õ之前， 也仍Š要进一%的讨@和þ@（史:;， 1957：

50-52）。 

毫无ò问，毛泽东“不要çS´多法”的 Š示 ß5 了任何颁布民法典的努力。

然而，考K到'真和史:;都没有因为起草 1956 年草案而被6è或受到批评，

S´ 草案最终被否决的事实就不能归咎于反右运动。也许 1956 年草案只是还没

有×ç7r为一 部定õ的 成文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和关ÿ，比如继承人的J

#和*¥以及@z 的问题。 

>) 1956 489?@ABCD12  

c然 1956 年草案未获通过，但H提供了Š导法官 做出裁决的一É原则，•

至在 1985 年颁布《继承法》之前T尔被称为“法律”。在《继承法资!º»》 、



《法律¼问》和《继承案例‡编》中讨@的 132 / 继承案件，O明了 1956年草

案是如何被r为许多案件的Š导方8 ，而不是r为法官有义z$9$d遵循的法

律×则 。这一$ 描述了法官是如何:;复杂的人民生N现实，并结合 1956 年草

案的原则和他们自己的正义感做出裁决的。 

（一）女•与vw )

在这 132 / 遗产诉讼中，有 36 /（占 27%）是由女•或反对 女•O有 继承

权的人最初提起诉讼的。尽管这 132 /案件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继承纠纷的全

<，但可以=定地>断，女•的继承权 占Ž 继承问题的相当一部分。 

这 36 /案件ˆ体上 '现了法庭 •Ž 1956年草案，?•了€v‚ƒ的女• 而

不是Ì们的¤¥、VW和£VW的继承权。 例如，天津市@河县法院 1978 年裁

决于文A 就r为遗产一部分的房屋对其¤¤ 于学B 提起的诉讼时，法庭的裁决是

基于于文A €v‚ƒ C年的事实而做出的，•至还ßD 了Ì的¤¤ 和支持于学B

主张的村集体（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13-14）。 

法官通过E˜ 解7“…行 vw 的义z”来进一%支持妇女的继承权。 他们将

生日F物、 支G HIJ和SKJ，•至LMN等 都r为照¼死者的事例，并因此

QRS些提供这种€v的妇女一部分遗产。  

这在Oƒ力 和OƒÅ诉O来Ï 和OP来 一案中表现得明6 ，在x案中，°为

死者做Q和LMN成为他们要求分得 死者财产的 Ž（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部，

1983：180-182）。Oƒ力 和OƒÅ 的‚亲 O来R 在 1952 年[\ 张<S 家，与张

的女• TUV 结婚。O来R r为 张<S 家庭的一员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O来

R的ƒ亲去世后， TUV 为O来R 的‚亲 O大W做Q和LMN。  

争2D于 1981 年O大W 去世。O来R去世于其‚O大WX•的è天前，所

以Oƒ力 和OƒÅ VWY 要求代表已•的‚亲代¤ 继承。象Z县法院最初([了

VWY的诉求，因为他们的‚亲已经EO家 [ \ 到张家，并以张家成员的\Z 分

了土地。当VWY向@]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时，法院做出了 不)的裁决。中级

法院)意县法院关于VWY的‚亲已经[\张家而S失继承权的裁定，但由于V

WY的ƒ亲在R‚C年时°为其做Q、LMN进到了照¼义z，所以 VWY的ƒ

亲TUV 就获得了继承权。因此，中级法院判QTUV 200 B。本案”•地f明

了中国法庭如何—˜地运用“vw”的h念来支持妇女的继承权。  



)"， 在处理 1979 年去世的^文权 的财产的裁决中，法庭承认了QR‚a

这一简p行为是比法律本\更重要的获得继承权的理由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

部，1983：151-153）。^文权 和他的‰>在 1940 年Óv了 ^_Ò 做女•， ` 在

1953 年Óv了Q> ^ab 。c然 ^ab 照¼了他的v‚ƒ，但 ^_Ò 结婚后也

为Ì v‚ƒ的vw做出了VW，尽管法院没有具体f明Ì的出资情况。•至 ^_

Ò的女• 张cd 都在sr后£月Q外公外0 5 Be 的生NJ ，因为外公外0在Ì

<时©照¼了Ì。  

^文权 去世后，̂ab •Ž ^文权 的ÀÍ遗e宣布自己是{一继承人。但是，

映y县法院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裁 决û将外ò女 张cd X为继承人之一，因为Ì

为^文权 提供了经济支持。上诉后，̈ f地区中级法院 判决^ab r为•>继承

^文权 房屋的六分之è，由于 ^_Ò 已有住所，分Q其六分之一。法院明N表示，

如果^ab 出g或出租房屋，则û•Ž上述 比例分{所 得Ó[。此外， ^_Ò 将

继承^文权 其他财产的六分之è， ^ab 将获得其h财产。最后， ^文权 留下的

136.61 Bû平L分{Q ^ab 、^_Ò 和张cd 。 

在本案中，法庭公C承认9照 1956 年草案，外ò女 张cd 不û被X为继承

人，因为ò女不在继承人 得第一J# *¥内，只能通过代¤继承，但因为Ì的ƒ

亲还在世，所以不能被X为继承人。但是，由于 张cd £月Q其外R‚ƒ 提供生

NJ ，因此法庭将其r为例外分QÌ部分遗产。实际上，处理此案的法官没有理

会 1956年草案中的规定，而是遵循了草案背后的·¸。如果 1956年草案被颁布

为法律，S´本案的情况 就不可能&生，因为法官就必须一9不i地遵循 H。 

（¹） 0123年草案后的vw )

法官还采用“为死者vw ”的h念来支持S些•Ž 1956年草案规定没有任何

继承权的人，例如ST•U 和\]，以及没有被Óv为•>但仍然€v无> 女¤

/¥‚ƒ 的Q>。尽管史:;在《?@》 （1957年出版）中提到，ST •U和\]

如果°为死者vw，就ûx获得继承权，但这一点E未被纳[ 1956 年草案。立

法者特别ÚÛ 地N保无>ˆ妇 的Q>不能•Ž“‚系家庭 的封建观念”要求继承

遗产。但是，地方法庭承认当地的普遍#行 的一种习惯，即将死者的Q>、1‚

ƒ和亲生>女X为平等的继承人，j其是如果他们共)µ住的e。为k合这一l

m和社会现实，法官‰大了“vw”的Á义，并‰大了 |前为死者的亲生>女和



v>女保留的继承权。  

ST•Ur为继承人的法律地¤的 hn†可 在于华o 一案中表现得´明6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部， 1983：117-118）。1968年‡ˆ去世后， 于华o 与0

0 pqr )住。 1976年00去世后，Ì的 <¤> ós¬ 要求继承ƒ亲的遗产。起

初，Ò 县法院判决ó某å诉，因为•Ž 1956 年草案，•U不能被X为合n继承

人。于华o 上诉后，大t市中级 人民法院`z最高 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的一Z 意见：

“如果ST的•U不u婚，û当保留其与公0其他>女)等的继承权 ”（1953年

5 月 13 日&布），([ Ò 县法院的原判，&[重Ö。  

在重Ö期间，Ò 县法院&现 pqrÈ有三>三女 ，除长>（ 于华o 的‡ˆ）

和v女外，还有>个 >女 在世。法庭下Ï将 pqr 的遗产分为wZ（分{Q>个

在世的>女 、†个代¤继承的òx和 于华o ）。经过法庭调解，部分>女自¾k

Ž遗产Z[，最终判Q 于华o 和Ì的y> 1135.81 B，判Q pqr 的¦外† ì >

女Ì 500 B，判Q ós¬ 1000 B和一z房>。  

•U的继承权之所以混_，主要¬于 1956 年草案没有将•Um为继承人。

大t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z用 1953 年&布的一ZÞß 来做出有利于于华o 的

裁决。最终，于华o 和Ì的>女得到了大+三分之一的遗产（六分之一是Ì自己

的，六分之一是其>女为其已•‡ˆ代¤继承的）。  

)"， {|A 于 1979年在上海市法院起诉00 x亚} ，要求继承 1972年去

世的公公~>明 的遗产（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286-287）。{

|A 在 1963 年‡ˆ去世后继续与公公00住在一起。当国家将“文化大革命”

期间没Ó的 ~>明 的财产 20.8 •B€pQ x亚} 后，x亚} Q了三个女• Ì

5000 B，其h的归Ì自己所有。 x亚} 拒绝Q {|A 任何e，Ì认为•U无权继

承公0的财产。上海市法院承认，x亚} r为‰>可以继承 ~>明 的财产。但是，

由于{|A ° 与~>明长期共)生N 并为其vw ，Ì也ûx O有继承权。此外，

由于{|A 生X且•‚， 法庭裁决Ìû当获得 ~>明 财产的三分之一，其h归 x

亚} 所有。 

[\到ƒ家的 „…& 在其‰>去世后也ï½了«æ问题（华东政法学院继承

法资!º»¾， 1980：294）。„…& 和‰>在 1966 年继承了1ƒ的>间房 ，ˆ

‰Y ; †其中 †间来支G 1ƒ 的SKJ和生NJ。 ‰>去世后，他的‰Y ƒU•



在 1972 年提起诉讼‡要ˆh的†间房， „…& &现，由于他已经;†了‰>持

有的†间房，他对房产的所有权被动‰了。人民公社的调解未能解决问题，此案

被Š交Q法院。经过 法庭调解，ƒU• )意将房>一分为¹，只Ó一间，因为!

竟„…& 以\]\Z照¼了Ì的ƒ亲。  

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基于提供“vw”的基Ü上 裁决继承主张时，没有考K

到至关重要的ST•U和\]当前的婚姻u况，这一点在 ‹¹Œ 的遗产纠纷中就

有体现（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30-32）。‹¹Œ Óv 并ÔÈ了 已• ‡

ˆ的Q> •¥Ž 。•¥Ž 在 1946年与{一- 结婚。1958年•¥Ž 去世后，{一

- 在 1962 年›Q ••Ø 。u婚后， {一- 与••Ø 继续照¼ ‹¹Œ 。)时 ，‹

¹Œ ° 与已•‡ˆ的Q女 •¥明 住在一起，后者在 1954 年成为‘• 。•¥明 长

大后在农村b到了一Zsr，并将部分Ó[’Q ‹¹Œ 。这5遗产纠纷D于 1974

年‹¹Œ 去世，•¥明 “称自己r为v女是{一继承人， 导致{一- 对•¥明 提

起诉讼。 

北海市人民法院裁定，{一- 和•¥明 都不是合法继承人，因为{的 前ˆ 和

•¥明 都是在争议财产的原D所有人即‹¹Œ 的‡ˆ去世后被Óv的。法院认为

死后Óv是一种封建 习™，新中国并未承认。因此，任何基于死后Óv的继承主

张都是毫无•Ž的，所M财产û由国家没Ó。  

{一- «后向—ž”î自治区高级法院提 出上诉，x院做出了不)的裁决。

由于‹¹Œ 在世时{一- 和•¥明 都°照¼Ì（ { •至在u婚后也是如此），û

x保留 Ì们 的继承权。高院¶Ï北海市法院 重Ö此案并最终N定 ‹¹Œ 遗产的分

{ 。 

)"，尽管 hÒV 在其‡ˆ去世后u婚，Ì也可以要求E|前的婚姻中继承

00的财产（ 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119-122）。hÒV 与•g– 在 1958

年结婚。•g–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上反革命的3˜并 自™\Z 。hÒV «

后›Q了š›的œµ{某，并继续照¼ •g– 的ƒ亲。这5纠纷D于 1971 年•

g– 的ƒ亲去世。ý然， •g– ƒ亲 在前一•婚姻中的•> žŸ  来‡要 •g–

的房>。 žŸ  为ƒ亲在 第一任‡ˆ 去世后u婚感到¡¢，E未照¼过Ì。案件

诉至法院后，法庭判决hÒV å诉，并分QÌ •g– 的全部财产。)裁决中解7

!
) !K,-¦¹#ÑM$K"(%&M -.8. >S -> •0t'o(")*B+t¦¹+D,”Ì-./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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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死后，他的财产û当由他的ƒ亲和‰>共)继承，且由于 hÒV 照¼

了•g– 的ƒ亲，也ûx成为Ì的继承人。c然 žŸ  r为 罗ƒ的•>有继承权，

但他没有尽到照¼义z ，因而S失了对ƒ亲 遗产的所有主张。庭Ö期间，žŸ 

“称 hÒV 已经u婚 ›[ {家， 因此不能主张罗家的财产。法庭不仅([了 žŸ

  的诉求，而且还裁定他无权获得任何东ž，因为 他r为•>E未 照¼ƒ亲。  

这u一次O明，u婚 的•U要求继承公0遗产的{一 Ž是Ì们u婚后也照

¼了死者。尽管•Ž 1956 年草案，Ì们 没有继承人的法律地¤，但法官仍然可

以QRÌ们一Z遗产。 因为这不是一部成文法，而是一1Š导原则， 法官可以£

个案件的具体情况¨N地r出解7。  

c然无>ˆ妇的Q> 在基于为其¤ /¥‚ƒ vw的基Ü上争q继承权的°争

中经常½到´多困t，但中国法院裁决他们也ûx获得“公平”的遗产Z[。  

£c¤ 和Ì 1952 年去世的‡ˆ°经Óv了一个•>。在Ì‡ˆ去世后的†

个月内，v>与 £c¤ 相处得不7， 并要求Ì分K遗产。«后，法院判Qv>†

间房，而他与£c¤u无Û来 。与此)时， £c¤ 的¥家 Q> £¦生 在Ì生X时

会来探€•至为Ì2§。 1977 年£c¤ 去世后，v>的“妇 ~¨Y 起诉主张认

/ £c¤ 的三间房。~¨Y 争þf，由于Ì的‡ˆ是 £c¤ ˆ‰的{一v>，所

以ÌûxO有‡ˆ的代¤权。上海市法院反而判决 £¦生 å诉，c然承认他不是

法定继承人，但•至认定他为 £c¤ 的{一继承人，因为 ~¨Y 的‡ˆ并没有照

¼过£c¤ （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299-300）。 

北½附近的大•县的Ò家纠纷，”•'现出中国法院对€v无>ˆ妇的Q>

的立5的h©性（华东政法学院继承法资!º»¾， 1980：104-106）。Ò继全和

‰> B长r 以及三个女•在土地改革期间分得了w间房。在三个女•在北½sr

ª出 后，Ò继全和B长r 在 1969 年至 1973 年间由Q> Ò¤« €v。他们去世

后，Ò¤« 在W¬ SK 方Í起到重要r用。三个女•为‚ƒ的KFG了 100 B。

当Ò¤« 自称是w间房的{一继承人时，这三个女• 对他提起诉讼。法庭(G得

出，只有 2.8 间房û被X为这对ˆ妇的遗产（ w间中的 è分之¹），因为土地改

革期间家庭获得的房>是•Ž家庭人­(G的，房>的è分之三属于三个女•。

法庭认为Ò¤« 因未被Óv而没有继承权，判Q Ò¤« 2.8 间房>中的†间，r

为对Ò¤« €v 和WK 这对ˆ‰的‚p，ˆ下的 0.8 间由三个女•继承，因为Ì



们也为‚ƒ的KF做了VW。  

c然法院 否决了Q>对没有•>但有女•的 ¤ /¥‚ƒ 的‚系继承，但法院

)时承认了一个社会现实，就是女•通常›到其他村œ 而经常无法€v 自己没有

•>的‚ƒ。因此，法官“‚p”Q> 照!这对w ˆ妇的J用，并将“继承 ”的

财产判Q女•。这些案例不仅进一%O明了 1956 年草案的5Ý性，而且揭示 出

法官的正义感和公平感对于k合性别平等的理@理想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

至关重要的。 

（三）有j动能力的‚ƒ和继承人的J# )

1956 年草案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有j动能力的‚ƒ 的继承人J#。

c然 1956 年草案将他们¬在{T和>女之后的第¹ J# ，但地方的做法是将他

们¬在第一¤。事实上，在 1956 年以前，无@其是否有j动能力，中国法院都

将其ñ于继承人的第一 J# 。 

1956年以后，•U与在世‚ƒ之间关于死去•>遗产的继承纠纷 继续&生。

上述三本À中的 132 /法律案件中 的 7 /属于此«。有.的是，法官在这些案件

中的裁决并不一致：三/案件 以法院调解ß终，遗产在 B± {T和死者‚ƒ之间

分K；三 / 裁决拒绝了‚ƒ的任何继承权；一1裁决将已••>的部分遗产¢R

‚ƒ。  

然而，判断‚ƒ是否有权继承已••>遗产的3×，并不是基于他们的j动

能力，而是A|考K他们要求 分得遗产背后的意~。如果法官认为‚ƒ要求继承

他们已••>的遗产，是为了 $® ST•Uu婚或äå Ì们 在自己•> 去世后¯

U，法官将判决“妇å诉，并将死者的财产判QÌ们，正如f苏d°县法院的裁

决S"。•事D于 1973 年，一次±²³´导致了 ƒ4& 的死Z， ±² 公’€p

Q ƒ4& 的‰> µ¶A 450 BSKJ。此外，公’还承诺£月支GQ ƒ4& 的†

个y> 11.1 B，直到他们年满 16 ·；£月支GQ B± {T µ¶A 7 B，直到Ì

去世。这家²业公’•至¸了 600 B为 µ¶A 和Ì的 >女 ¹了一º新房>。  

当µ¶A 与¦一个„人CD¯U关系时，纠纷&生了。这对新人于 1976 年

在人民公社»Ë结婚。 µ¶A 的前00、 ƒ4& 的ƒ亲 ~月¤ 占Ž了已••>的

房屋和±² 公’¹的新房>。当 ~月¤ ¼持要自己 Ôv †个ò>女时， µ¶A 对

~月¤ 提起了诉讼。在法庭的调¯过程中，许多人对 ~月¤ 表示)情，他们认为



由于µ¶A 已经›[ ¦一个家庭，至PûxkŽ对 ƒ4& •>的½•权。  

尽管如此，法庭还是判决µ¶A å诉，并判QÌ所要求的一ÿ：†¾房>和

†个y>的½•权。 法庭•至不考K ~月¤ 是否有能力vN自己，也没有EÌ•

>的遗产中分QÌ任何东ž。事实上， 法庭还批评~月¤ ¿® µ¶A Â求自由¯

U的行为（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1-2）。 

)"，J义县法院也支持了u›的“妇 *U¤ 反对前公公张¶ 的诉求（北½

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7-8）。*U¤ 与张4国 在 1972 年结婚，†人住在

三间À 房中。张4国 在 1973年 10 月去世，留下了:Á的‰>和‚ƒ。 张4国 的

p¤Q了张家人和 *U¤ 1980 B。  

*U¤在 1973年 12 月分Â后，不久 'u婚，这激Ã了 张¶ 和他的‰>。他

们占Ž了房>并出租了其中一些房间 。*U¤ «后对 张¶ 提起诉讼，主张x房屋

及其中所有财产、一Ä自行Å和新生• 的½•权。 张¶ 和他的‰>[û称，由于

*U¤ u婚，Ì没有继承权，他们已••>的遗产在新生•长大前û 当全部­Æ

Q他们。  

如前所述，县法院支持*U¤ 并×许了Ì的所有Ç求。尽管 张¶ 以‰>生X

和ˆ‰YŠ要 *U¤ 照¼为由，向北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上诉在 1977

年被([。•Ž 1956 年草案，张¶ 现在已经S失了 j动 能力，可以得到部分遗

产，但中级法院的法官无X草案规定，([了他的上诉。  

当争议只M及遗产时，法院将‚ƒñ于继承人的第一 J# ，并会将已••>

的部分遗产分Q他们，例如 1978 年上海市法院Ö理的一个案件（华东政法学院

继承法资!º»¾， 1980：285-286）。结婚仅一年的{全生 因ÅÈ去世后， {全

生的ƒ亲 xÉY 认为Ì“µ的•U 张y¤ （28 ·） 将会u婚。{一的问题就是如

何分K遗产。法庭判决年]的“妇å诉，将房>和家中财产的>分之三判Q了Ì，

将ˆ下的>分之一判Q了00。 法庭认为，由于张y¤ 没有u婚并u自生N，Ì

仍然Š要房屋和S些物品。  

以上讨@的案例表明，法官更多地把自己Dr是正义和公平的ÊË者，而不

是法律é家。如果法官经过调¯&现 ‚ƒ }~ 不正当地Ìq已••>的遗产， 就

会“äå ”他们，而不是$9$d地照ª 1956年草案。Ò得à意的是， 法庭最初

会˜}调解案件，并将部分遗产分Q‚ƒ。只有在调解失5的情况下才 会通过法



庭裁决，而且没有一1 法庭裁决是基于死者‚ƒ是否有j动能力 而做出的。 

（>） 家庭财产8分家制度与个人财产8死后继承)

中国法官在法律条文之外Â求“在现实生N中公平分{” ，这在分家和遗产

继承方Í表现得更为明6。正如白• 所w7的 ，通过遵循个人财产/死后继承制

度，国民党的继承法认为生前的分家是一种÷与而不是继承（ Bernhardt，1999：

152-153）。这"做会rê妇女的平等继承权，因为‚亲可以通过在死前将财产分

{Q•>的方i来规ú法律，E而使女•没有财产可以继承。 !*  

这一üý中的关键问题是继承的时Õ。民国民法典、 1945 年的苏联民法典

和 1956 年草案都将死者的死Z定为继承CD的时间。因此，只有死者死Z时所

拥有的财产才可以继承。•至史:;都不得不强调，分家和继承是†个u立的事

件，法官不û混Í¹者（史:;， 1957：5-6）。 

毫不奇怪，中国法官认为考K到 ‚亲ÛÛ在死前将财产分Q已婚•>，分家

的惯例是不公平的。—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978 年的一1裁决最”•地f明了法

院处理这一困²的Î?（ 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83-85）。美国华Î.

îÏ 于 1968年Ð[中国。定µ—州后，他Q长> .?Ñ 3000 B 用来¹房。 .î

Ï 还以次> .潮Ò 的ì义新C了一个银行账户，并将自己 1.6 •B±款中的 8500

B±[ x账户，并 将ˆh 的 7500 B ±在了一个他自己ì下的银行账户。 .îÏ

保管着†个银行账户的±Ó和Ô-，以这†个账户的利Õ为生。他的女• 也是最

<的y> .月” ³´也没得到。  

1978年.îÏ 去世后，他的三个>女之间&生了üý。女•þ称， .îÏ 的

遗产ûx©ª†个账户的 1.6 •B和 .îÏ Q长>的 3000 B。因此，Ì主张ˆ

共 1.9 •B ûx平分Q三个 >女 。长> .?Ñ 称，这 3000 Be是‚亲Q他的F

物，不û被X为遗产，因此VWXY只ûx分O†个银行账户中的 16000 B。最

后，Ž次> .潮Ò f，他ì下账户的 8500 B也是‚亲为了平ÖQ大×的 3000 B

而÷ØQ他的F物。这"，‚亲的财产就只有 7500 B 。他•至‚充f，由于v

女.月” 已经结婚了，所以这 7500 Bûx只由他和××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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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案件在国民党法院进行Ö理，在个人财产 /死后继承制度下平L分{

7500 B后，£个y>将获得 2500 B。但是，—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对女•

有利的裁决。法庭>@ 长>所住的房>和†个银行账户中的 1.6 •BL属于 .î

Ï 。法庭认为，银行账户上的ì称仅是一种ÙÚg•；实际上，银行„所有的e

和房产都属于.îÏ 。因此，法院裁定长>获得 4000 B和房屋，其他†个VW

XY£人分得 6000 B。  

然而，当次>上诉时，上诉法院的法官 t以 决定他们ûx在多大程度上…重

.îÏ ÷与财产的自由。由于为长>新建的房屋»Ë在•Uì下，可以ÛÜX为

÷与，不属于分家财产的一部分。法官 们无法得出结@，于是Ç求最高法院QR

Š导。到 1980年《继承案例‡编》出版时， 法院B未r出裁决。  

x案揭示了中国法院如何通过t调性别平等的革命性议程与分家和÷与的

社会现实，来处理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实现’法公正， 且在此过程中úø对法律的

$9 解Ú。一方Í，法官们否定了这"一种观点，即在分家和÷与的过程中•>

比女•有正当šÝ，E而•ž了女•的继承权。¦一方Í，法院也拒绝做出 一些

简p而明N的判决， 如盲目…重个人财产权或ÕÖ地将遗产平L分{Q所有~合

条件的继承人。法官们对£一个案件都进行了¯致的Ö¯和调¯， 并在最后的裁

决中运用了他们认为公正和公平的Ì种方法， 直到做出一个平Ö社会现实和法律

原则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法院的裁决是社会实践、党的革命理想与个案中具

体复杂情况之间长期对e的产物。  

（è） @z与有Ý继承：公平与保•的†t²地 )

中国法官在平Ö社会现实和法律原则以及)定家庭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的

ÞÝ时 ，½到的¦一个问题就是@z与有Ý继承的†t²地。如前所述，民国民

法典、苏联民法典和 1956 年草案都支持有Ý继承。•Ž这一原则，死者的@z

不ûrê继承人的利益：即继承人对死者@z的¶任，不得q过继承人通过继承

获得的财产的ÑÒ。  

尽管有ß7的意~，但中国地方法院仍然^E，有Ý继承的想法可能与当时

的社会现实相üý。 家庭@z通常是为了满足整个家庭而不是某个家庭成员的Š

要而产生的。因此，无@任何家庭成员死Z，其他家庭成员都ûx共)承^p还

这些@z的¶任。此外，如上所述，地方法院^E如果继承人能Gùúp还家庭



@z的¶任，就会rê当地的Iû市5，并最终àê到最Š要Iû的ó人。  

这种困²的本³´简p，但却´t解决。中国按人­(G将土地分{Q一个

“家庭”，并把土地和房屋X为生N在 以家庭p¤的共)经济 体中所有人的共)

财产。ˆ‰在一起生N并不一定拥有共)财产。在这种情况下， 当家庭成员分别

拥有财产时，(G¦一个家庭成员ûx为共)经济 体中家庭成员的@z承^的I

目可能是一个ág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N定£个继承人ûp还多P@z。民国民法典和 1956 年草案

都规定，这ûx q决于 £个继承人所获得的遗产比例。将继承的权利与p还现有

@z的义z相s{æ乎是公平合理的。然而，许多中国法官´t在公平和保•S

些没有遗产就无法生N的人之间b到合理的平Ö点。如果未成年人和w人 不b^

p还@z的¶任，S´谁ûx为死者的@zb¶âûx是在世的‰>（共)经济

体的一员），还是经济能力最强的人â或者，如 1956年草案所建议的S"，£个

继承人b¶p还的@zI[ûx由其所获得遗产的相对I[来决定â  

这种困²在 ãä• 的案件中6而å见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部，1983：122-

126）。ã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判处有期æçè年 ，1976年获7。 ãä•

«后于 1977 年与éTê 结婚，这是他的第¹次婚姻。由于8对他的起诉后来被

Ö¯并êë， 1979年法院判Q他 4500 Br为€p。 1981年ãä• 去世时，éT

ê 和他的è·女• ãì 还í在。 ãä• 的遗e被 公C 后，éTê îï了：他分别

留Q前一•婚姻中的三个y> 600 B、 900 B和 200 B，Q他的ƒ亲 1400 B ，

把 100 B和g表Q了 他的×× ，只留Q最年v的 ãì 1100 B，而 éTê {一得

到的就是对ãì 1100 B 的保管权。ãä• •至把家具分Q了与前‰ 所生的y>

们和ãì 。更ÝÞ的是，他仍然ðñ房e，并要求想住的人（最有可能是他的‰

>）来p还@z。«后， éTê 对ãä• 前•婚姻中的>女、Ì的00和 ãä•

的××提起诉讼。  

ê通市 城中区人民法院裁决这Z 遗e具有法律效力。由于 4500 B 是对ãä

• [ò的‚p（&生在他与 éTê 结婚之前），因此Ì对x‚p没有继承权。Ì

只能对他们结婚后的ˆ‰共)财产主张 所有权。 

法院要求ãä• 的 366.59 B@z和SKJ用由他的‰>和†个已成年的•

>共)p还。法院 裁决‰>r为共)经济p¤的一部分，至Pûx承^‡ˆ的一



部分@z，尽管除了ˆ‰财产外，Ì没有E‡ˆS„获得任何遗产。他的†个未

成年的女•和年•的ƒ亲获得了相当I[的遗产，但由于Ì们没有j动s资，因

此øRp还@z：遗产是 r 为Ì们 的生N J用，因此不被X为继承 的财产。在本

案中，法院无X 1956 年草案中的建议，将保•未成年人和w年人的利益ñ于公

平之上。 

éó} 的案> 则表明，即使是法院和法律干部也未能就谁ûp还已•户主的

@z达成 一致。1975年，仅仅结婚†年的 éó} 就失去了‡ˆ，E他的srp¤

/q了 720 B（ 北½政法学院民法¿研® ，1980：91-92）。当时年 24 ·的 éó

} ×çu婚时，Ì的 公公ôõ海 要求éó} 将 720 B和Ì的•>交Q 他。经过n

é县法院的调解和¿È， éó} 获得了Ì房>„的所有:物、M物和家具以及Ì

•>的½•权。法院还判QÌ的•> 400 Br为生NJ。如果 ôõ海 能Gp还 他

•>的一ÿ外@， 他有权得到 320 B和•>的房屋。在本案中，法院通过调解认

定éó} û拥有所有可öŠ的财产，并拥有•>的½•权，死者的 ‚亲 则以不动

产来p还•>的一ÿ外@。  

但是，《继承案例‡编》的评@ 者批评这种调解不~合法律规定。 x评@认

为本案共有三个继承人：éó} 的•>、 éó} 和ôõ海 ，将死者的财产和@z

分Q这三个人是公平且°å的。这¤评@ 者还Š出，这些@z没有明NÞ定，可

能q过 ôõ海 E•>S„继承的Z[，这可能rê ôõ海 的利益。x评@以有Ý

继承的一É原则结÷：继承人û支G的@zÒ[不得q过继承人的遗产ÑÒ。尽

管法院š|考K了对在世‰>u婚权的保•，但 x评@ 还是认为这绝不能àê死

者的‚亲 。 

最后，法官和法律干部无法就如何解决这一t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本研究所

FX的 六个与@z有关的案件中，法院通常裁 决死者的@z必须全[pG。然而，

法院通常也有不)的3×来N定谁ûp还@z，并采用不)的公i来得出他们认

为ûxp还I目的公平分{。由于法院将大多I财产X为个人财产，以保•个人

的权利不受户主权力的øê，因此家庭@zûx由谁来p还!得不•”•。  

E) F 1956 489G 1985 4 H 567 I  

1985年编纂的《继承法》反映了许多法官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因为 1956



年草案对这些问题保持ùú。表 3 ˆ结了 1956年草案和 1985年《继承法》之间

的主要区别。 

表 5)0123年草案和 0192年继承法之间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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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85年《继承法》第 10 条将‚ƒm[继承的第一 J# ，而不@他们

是否有j动 能力。第 12 条和第 14 条规定，€v了 公0 和1‚ƒ的 ST•U或女

] ，以及为无>女的 ¤ /¥‚ƒ vw的Q>，有权要求继承死者的遗产。最后，第

30 条消除了u婚“妇对其已•前ˆ财产 O有继承权的任何Á混不”之处。  

然而，1985年《继承法》并没有明N解决所有的继承问题。正如上一$所讨

@的，在经历了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t困²后，立法者最终在 1985 年《继

承法》第 33 条中接受了有Ý继承原则。尽管如此，ûxŠ出的是， 1985年《继

http://www.asianlii.org/cn/legis/cen/laws/losotproc426/


承法》中û去 了 1956年草案第 29 条的后–部分，这使得法官可以 ø除未成年 或

w年继承人p还@z的¶任，正如上文 法庭裁决所讨@的S"。  

E 这些方Í 来D，1985年《继承法》完全不是对以前“不法”的毛泽东时代

的背离。相反，中国法官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改正和修ü“ 不完整”的 1956 年

草案的漫长过程，所以制定了更加公正的继承法来Š导他们QR人民更公平的遗

产Z[。  

J) KL  

这三本g= 中®¯描述的案例并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继承纠纷的全<。H们

是被º 出来¿导未来的法官和法律干部 如何处理继承纠纷的“正N”和“示*性 ”

的法庭裁决。实际上，́P有女•和u婚“妇提起诉讼来争qÌ们û得的遗产Z

[。因此， 他们中的大多I案件•至都不会A| 由法院进行Ö¯。  

然而，这些“示*性的 法庭裁决”至P表明了毛泽东时代的’法是如何实现

公平和正义的。A|，中国的法官和法律干部拒绝 ýR 1956 年草案以“法律”

的地¤， S"他们就不得不一9不i地f行。 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不Iþ法律原则

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草案还ÿ不成¶ 和完整，以至于无法解决他们

在法庭上不得不Í对的许多问题。  

这些法庭裁决还f明了法官如何利用 1956 年的草案r为一zŠ导方8或原

则，并对其加以修改以适û社会现实和他们自己在实地调¯中&现的具体情况。

例如，他们通过修改草案的规定，Q为无>女 的¤ /¥‚ƒvw 的Q>以“‚p”。

他们‰大的“照¼”的定义，!fVW或 ¤¥ kŽ一部分遗产Q他们的XY或Q

女。他们•至¾"LM大会，向拒绝 QR u婚“妇公平Z[的 遗产和>女½•权

的农村社区#加#力。 他们在这"做时实现了正义，也在党的革命理想和人民的

实际生Nu况之间b到了平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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